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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 《河南志》对唐宋洛阳城研究价值的再认识

王书林

　　提　要：《河南志》保存了大量宋本原文，具有较高史料价值，故为学界广泛重视。将 《河南志》志文与

图对照阅读和研究，可知其志文严谨、与历史文献及考古材料可互证。更为重要的是，《河南志》图所表现的一

些细节，反映了城市格局和城市空间关系，为我们认识唐宋洛阳城提供新的视角。

关键词：《河南志》　洛阳城　城市考古

一　《河南志》概述及版本流传

北宋以前，洛阳地区长期处于古代中国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宋敏求著 《河南志》，上

起周代，下至北宋中期，详述其历代废兴，内容涉及宫室、城郭、坊市、第舍、县镇、乡里、山

川、津梁、亭驿、庙寺、陵墓等①，丰富详备，堪称历代洛阳志之集大成者。

至明末清初，宋敏求 《河南志》已散佚不可得。② 嘉庆十四年 （１８０９），徐松奉诏纂辑 《全

唐文》，从 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部分佚文成集，题为 《河南志》 （永乐大典本）③，但在当时并

未得到重视。后该书归袁漱六之卧雪庐所藏。光绪十年 （１８８４），卧雪庐藏书散出，该书为翁同
騄购得。缪荃孙从翁家求来，录副细校。光绪三十年，由梓人丁德洲刻于金陵，三年乃成，改名

为 《元河南志》，并收入藕香零拾丛书中。④

与上述志书相关的已出版的洛阳图，有以下几种版本：

１《永乐大典》卷９５６１中的河南府图３３幅，中华书局版 《河南志》中印出 （简称 “大典本”）；
２道光四年 （１８２４）庄瞡摹本１４幅 （赵万里藏），中华书局版 《河南志》中印出⑤ （简称

“庄本”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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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司马光：《河南志序》：“凡其废兴、迁徙及宫室、城郭、坊市、第舍、县镇、乡里、山川、津梁、亭

驿、庙寺、陵墓之名数，与古先之遗迹，人物之俊秀、守令之良能、花卉之殊尤，无不备载。考诸韦

《记》，其详不啻十余倍，开编粲然，如指诸掌，真博物之书也。”司马光著，李之亮笺注：《司马温公集编

年笺注５》，巴蜀书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１７３页。
参见张保见：《宋敏求 〈河南志〉考———兼与高敏、党宝海先生商榷》， 《河南图书馆学刊》第２３卷第５
期。该文经过检索历史文献 （包含碑刻、墓志等史料）对于 《河南志》的流传和散佚进行了考证。

参见高敏：《〈永乐大典〉本 〈河南志〉跋》，徐松辑，高敏点校： 《河南志》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４年，
第２２９页。
参见缪荃孙：《河南志跋》，缪荃孙编：《藕香零拾》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４年，第２３５页。
参见作铭 （夏鼐）：《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阳图十四幅》：“原书 （《永乐大典》卷９５６１
的 《元河南志》）现藏日本的东洋文库……说这册庄瞡绘本是徐松的，自然是可能的。” 《考古学报》１９５９
年第２期。



３阮文达刻版魏晋四朝洛阳宫殿图，入藕香零拾丛书 （缪氏校刻本）① 本 （简称 “阮本”）。

综上，河南志志文和图之版本流传可概要如下：

从图纸的传抄过程看，庄本、阮本应源自大典本。但大典本绘制非常简略，很多细节并未表

现。而庄本、阮本的绘制却细致很多，与志文更为贴切，且在图上配有殿名，或为传抄中根据志文

对图纸进行了修订的缘故 （参见图１）。而对比庄本、阮本图纸，则各有优劣，可互补缺，兹举二例。
其一，后魏京城图：《河南志》载：“明堂，宣武八年诏建，孝明正光中始成，在辟雍之西

南。”② 阮本 “后魏京城图”中明堂即在辟雍之西南，而庄本中明堂和辟雍并排而置，未反映其

相对位置关系。

其二，宋西京城图：《河南志》载：“兴教门内曰左安礼门……东偏斑院。在杂纳库北。□偏
□坊。光政门内北中书。在应天门东。中书西，右安礼门。□库之景运门，然稍在西，不对光政门。次
西横门，曰永福门。按，后唐同光建，左、右永福门，在□□□南，疑兴善门是。门西北，三司，次西

斑院。右安礼门北，曰右兴善门。唐右银台门，梁开平三年改。”③ 阮本描绘了 “右安礼门不对光政

门”这一格局，却在光政门以东，而庄本光政门与右安礼门位于同一轴线上。庄本图中左银台

门之西偏 “教坊”或可补 “□偏□坊”之文字缺漏。
因此，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应结合志文，对图纸进行考订和对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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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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藕香零拾本 《元河南志》前引５图，参见缪荃孙言：“余 （阮元）于嘉庆十五六年间，在京师文颖馆总阅

《全唐文》时，《永乐大典》多移在馆。有馆中供事钞得东汉东都城图一纸，西晋洛阳京城图一纸，后魏洛

阳宫城图一纸，金墉城图一纸，余阅而喜之。……阮仅以汉晋洛阳宫城图标题，而宋西京图亦附存焉，入

之此志，丰城剑合矣。”缪荃孙：《河南志跋》，《藕香零拾》，第２３５页。
徐松辑，高敏点校：《河南志》，第９０页。
徐松辑，高敏点校：《河南志》，第１４７—１４８页。



图１　各版本图纸对比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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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　关于现存 《河南志》成书年代的讨论和相关研究

由于 《河南志》对于洛阳地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性，自徐松发现并辑录 《河南志》至今，

历代皆有治学者致力于 《河南志》的研读及对其成书时代的探索，且影响甚广，兹按发表时间

顺序对诸学者之看法予以概述。

徐松 《唐两京城坊考序》： “己巳之岁，奉诏纂辑唐文，于 《永乐大典》中得 《河南志》、

图，证以 《玉海》所引、禁扁所载，灼是次道旧帙，其源亦出于韦述 《两京记》，而加详焉。亟

为摹钞，爱同球璧。……是唐宫省之图在宋时已珍重如斯，况于今又数百年后哉。”① 徐松将

《永乐大典》之 《河南志》、图与玉海、禁扁对照后，言为次道 （即宋敏求）旧帙。

沈篧阅 《河南志》后，在 《沈篧与徐星伯中书论 〈河南志〉书》中发表见解：“是志实出

元人之手，而宫殿、坊市则直录宋敏求之书，间加改窜。……盖其时敏求书具在，故宫殿、坊市

尽录原文，而略加金元事一二条。……隋唐东都制度，犹可考见其全，其当宝贵何如也。是志非

全本……可见原书具载属县……可见第宅、寺观，原书又别载其详。是册特全书什之一二耳。而

讹字甚多，秋冬当取新旧唐书及诸史细为校正也。”② 对志文提出３个看法，颇为精辟：一是该
志出自元人之手；二是宫殿、坊市等主要录自宋敏求 《河南志》，略加金元事一二条；三是志非

宋敏求全本，缺佚和讹字较多。

缪荃孙指出：“开卷即云河南府路罗城，方知 《大典》所录为元 《河南志》，而仍是宋志原

文。至述元时，寥寥数语，必是星伯先生止录宋志，元代事则置之耳。”③ 认其为元 《河南志》，

并收入藕香零拾丛书。于是，是志为元 《河南志》这一观点伴随藕香零拾丛书的刊印而广为流传。

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，高敏陆续发表一系列论文④，以 《河南志》文的细致研究为基础进一

步论述该志为元人所撰。其主要观点如下：一是行文中有大量元代人撰修的痕迹，而在宋志中则不

可能出现；二是徐松辑录时对元志进行了删减，缪氏校刻本在分卷、书写格式、避讳等方面也留下

了缪氏烙印；三是元志的撰写体例依自宋志，且很多文句完全抄自宋志原文。１９９４年，由高敏点校
的 《河南志》在中华书局出版，高敏的观点也因文末 《〈永乐大典〉本 〈河南志〉跋》而影响

深远。

１９９６年，周正春在论及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关于 《长安志》的提要时，顺及 《河南志》，

从凡例、记事、引书等方面证明缪氏所刻元 《河南志》为宋氏之书。⑤

２００１年，党保海发表 《〈元河南志〉质疑》⑥，从 《永乐大典》为辑录体类书这一性质出

发，认为徐松在 《永乐大典》中所看到的关于 《河南府·古迹》的内容不可能仅来源于一本志

书，分析志文内容后，认为其包含宋、元、明三个朝代的文字，进而考其为宋敏求 《河南志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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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③
④

⑤

⑥

徐松： 《唐两京城坊考序》，徐松撰，张穆校补、方严点校： 《唐两京城坊考》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５年，
第１页。
沈篧：《沈篧与徐星伯中书论 〈河南志〉书》，徐松辑，高敏点校：《河南志》，第２２４—２２５页。
缪荃孙：《河南志跋》，缪荃孙编：《藕香零拾》，第２３５页。
参见高敏：《藕香零拾丛书本 〈元河南志〉书后》，《郑州大学学报》１９７９年第３期；高敏：《〈唐两京城坊
考〉东都部分质疑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（第三辑），１９８０年；高敏：《〈永乐大典〉本 〈河南志〉跋》，徐松

辑，高敏点校：《河南志》，第２２９—２５０页。
参见周正春：《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提要辩证》，《浙江学刊》１９９６年第３期。现存 《河南志》所叙内容和

体例皆与 《长安志》类似，大抵对应其卷３至卷１０的部分内容，即为古迹部分。
参见党保海：《〈元河南志〉质疑》，《历史地理》第十七辑，２００１年，第３９８—４０７页。



元代 《大元一统志》、明初 《洛阳志》等相关内容的汇编。

如此，关于 《河南志》之成书年代即呈现出 “宋志说” “元志说”和 “明汇编说”① 等３
种看法，其中元志说之影响最为深远。

三　《河南志》志文的史料价值
上述诸学者对于志书成书年代有所争议，但有一点却已达成共识，即该书中大量内容直接转

录自宋敏求 《河南志》原文②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

司马光 《河南志·序》记：“凡其废兴、迁徙及宫室、城郭、坊市、第舍、县镇、乡里、山川、

津梁、亭驿、庙寺、陵墓之名数，与古先之遗迹，人物之俊秀、守令之良能、花卉之殊尤，无不备载。

考诸韦 《记》，其详不啻十余倍。开编粲然，如指诸掌，真博物之书也。……次道既没，太尉潞公留

守西京 （即文彦博），其子庆曾等奉 《河南志》以请于公，曰：‘先人昔尝佐此府，叙其事尤详，惜其

传于世者甚鲜，愿因公刻印以广之，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，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，

如游处已熟；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，如身逢目睹也。幸公留意。’公从之，且命光为之序。”③

由此观 《河南志》成书，宋敏求对于唐代 （前朝）的描述多有引用和考证，而对于宋代

（当代）的描述更是陈述事实，以呈洛都之盛，所记应该可靠且准确。因此，《河南志》对唐宋

洛阳城城市史的研究至关重要。

通读 《河南志》志文，并将其与隋唐洛阳城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对比，可见如下特点：

其一，成书严谨。如 《河南志》京城门坊街隅古迹中，以宋代一百二十坊为纲，考隋唐遗

迹。文中多处出现里坊名称和数量统计，皆可完全对应④，可见其纂修之谨慎严密，颇为可靠。

其二，可与其他历史文献互证。如 《河南志》集贤坊条记：“中书令裴度宅，园池尚存，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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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④

关于 《河南志》成书年代的３种看法，自党保海以后，探讨仍不绝于耳，如张保见： 《宋敏求 〈河南志〉

考———兼与高敏、党保海先生商榷》，《河南图书馆学刊》第２３卷第５期，第７９—８２页。但有所变化的是，
更多的学者试图避开其成书年代的争论，从其大量辑录宋代原文的事实出发，探讨其学术价值，如田青刚：

《宋敏求与 〈河南志〉》，《信阳师范学院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第２９卷第４期，第１４５—１４８页；薛瑞
泽：《试论 〈河南志〉的学术价值》，《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》第１１卷第１期，第７２—７６页。
关于现存 《河南志》大量内容源自宋志原文，前述学者提出的理由包括：（１）行文中保存了若干反映宋代
时间概念的 “今” “国初” “国朝”等字样； （２）描述宋代诸坊情况时，只书年号，而不冠以朝代；
（３）描述唐宋城内诸坊情况时，没有一条属于宋敏求死后的；（４）多处文字避讳、语气等都显示其照抄自
宋本。此外，现存 《河南志》京城中关于郭城、皇城、坊市部分的叙事逻辑、描述内容、文字结构等均与

《长安志》相近，故其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可能性甚大。

司马光：《河南志序》，司马光著，李之亮笺注：《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５》，第１７３—１７４页。
“凡一百二十坊。隋曰里一百三，市三。唐改曰坊，今八十八坊隶河南县，三十二坊隶洛阳县。…… 《洛阳

志》云：凡一百二十坊。”徐松辑，高敏点校：《河南志》，第３页。“（定鼎）街东凡六坊……定鼎门街东第
二街，凡六坊……定鼎门街东第三街，凡八坊……定鼎门街东第四街，即长夏门之西街，凡七坊……”（６＋
６＋８＋７） ＝（２７）“右定鼎门街东，长夏街西，南至城，北至洛水，坊二十七”。徐松辑，高敏点校：《河南
志》，第５—１１页。“长夏门街之东第一街，凡八坊……长夏门街之东第二街，凡九坊……长夏门街之东第三街，
凡十一坊……长夏门街之东第四街，凡八坊……长夏门街之东第五街，凡八坊……”（８＋９＋１１＋８＋８） ＝（４４）
“右长夏街之东，南与东至城，北至洛水，坊四十四”。徐松辑，高敏点校：《河南志》，第１１—２３页。“定鼎
门街之西第一街，凡六坊…定鼎门街之西第二街，凡六坊……定鼎门街之西第三街，即厚载门街，凡五

坊……”（６＋６＋５） ＝（１７）“右定鼎门街西，坊十七”。徐松辑，高敏点校：《河南志》，第２３—２７页。而
上述２７＋４４＋１７＝８８，恰为隶河南县之八十八坊。同样，洛河北岸隶洛阳县之三十二坊也可完全对应。



号 ‘湖园’，属民家。太师致仕卢钧宅，失处所。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园。”① 志文中提到的两

处园林———裴度湖园②、吕蒙正园③在唐宋其他文献中多有印证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其三，可与考古勘探发掘成果互证。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，迄今已
进行６０余年，所涉范围包括城墙、城门、里坊、宫殿、道路、仓库、桥梁、园林等诸多方面。
城市的城圈结构、宫城皇城格局、里坊方位等考古发掘成果与 《河南志》的记载非常吻合。④

四　《河南志》图的价值
自徐松从 《永乐大典》辑抄 《河南志》后，其主要被用于洛阳古都复原、城市史及城市考

古的研究，特别是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掘和城市历史研究。⑤ 但学者们重视对志文的研读和考

补⑥，对图纸的利用尚不够充分。⑦

以 《河南志》中 《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》《宋城阙图 （宋西京城图）》为例，其或得到考

古工作的证实、或可与文献互证，很多细节值得关注和思考，兹举几例证之。

其一，街道尺寸。建春门街：“由建春门门址往西，经梁家寨北，穿过长夏门街，经王庄北与

定鼎门街西第一街相接，再在西即断灭。此街自建春门到长夏门街一段保存较好，在２８００多米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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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
③

④

⑤
⑥

⑦

徐松辑，高敏点校：《河南志》，第１６页。
集贤坊湖园，乃裴度宅园。白居易的多篇诗文中有所提及：“……公今在何处？守都镇三川。旧宅留永乐，新

居开集贤。”白居易著，丁如明、聂世美校点：《白居易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９年，第４５８页。《代林园
戏赠》：“裴侍中新修集贤宅成，池馆甚盛，数往游宴，醉归自戏耳。”白居易著，丁如明、聂世美校点：《白居易

全集》，第４９０页。《和刘汝州酬侍中见寄长句因书集贤坊胜事戏而问之》：“洛川汝海封畿接，履道集贤来往频。
一复时程虽不远，百余步地更相亲。”白居易著，丁如明、聂世美校点：《白居易全集》，第４９５页。“湖园……在
唐为裴晋公宅园。园中有湖，湖中有堂……”李格非：《洛阳名园记》，文学古籍刊行社，１９５５年，第１１页。
“伊洛二水，自东南分注河南城中。而伊水尤清澈，园亭喜得之。若又当其上流，则春夏无枯涸之病。吕文穆

园，在伊水上流，木茂而竹盛，有亭三。”李格非： 《洛阳名园记》，第１２页。 “伊水分二支。西支正北入
城。……东支东南入城，经兴教坊西，又折而东流，经宣教、集贤之南，又折而北，经履道之西，以周其北，

又东经永通之北……”徐松撰，张穆校补、方严点校：《唐两京城坊考》，第１７９页。由上可知吕蒙正园在伊
水沿岸 （上流），伊水经集贤之南和东并往北而去，与 《河南志》中吕蒙正园在集贤坊的记载可互为佐证。

自洛阳考古工作开展以来，《河南志》就成为考古勘探、发掘和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，为考古工作提供方向

指引和文献支持。《河南志》这一文献材料的利用，贯穿了几十年来洛阳城考古工作的整个过程，从１９５４
年阎文儒带队调查汉魏隋唐城址，到后来应天门、定鼎门等门址的发掘，以及上阳宫、九州池的发掘等，

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并一再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，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： 《隋唐洛阳城

（１９５９—２００１年考古发掘报告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２０１４年。
《河南志》志文和图纸虽涉及周至宋六朝，但主要用于北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的研究，且以隋唐洛阳城为多。

学者们也利用其他文献和考古材料对 《河南志》的叙述进行考订，以校正我们对于洛阳城的认识。以徐松

所编 《唐两京城坊考》为基础，陆续有学者对唐东都里坊进行考证和补充，如程鸿诏：《唐两京城坊考校补

记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５１册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１９９４年，第５７５—５８５页；阎文儒、阎万钧编：《两京城
坊考补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２年；辛德勇：《隋唐两京丛考》，三秦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；徐松撰，李健超
增订：《增订唐两京城坊考》，三秦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；杨鸿年：《隋唐两京坊里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９
年；杨鸿年：《隋唐两京考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；杨希义、陈忠凯： 《唐代墓志中所载的长安坊
里》，《文博》１９８８年５期；程存洁：《〈唐两京城坊考〉东都里坊补正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１９９４年第４期；
周晓薇、王其：《隋东都洛阳城坊考补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２０１４年第２期，等等。
徐松 《唐两京城坊考》是基于 《河南志》志文和图而编写的，目前考古工作对于洛阳城的复原图也是以

《河南志》唐东都城图为基础的，其余的研究利用图纸者较少，如侯卫东 《元 〈河南志〉巩县城池图复原

研究》，《历史地理》第二十七辑。



中路土从未中断。残宽４１米，路土厚０４米。长夏门以西保存较差、残宽仅２１米，厚０２米。”①
永通门街：“此街东端由何村南起，往西经狮子桥村南，穿过郑村，再经赵村北、直抵定鼎

门街，再以西全部破坏无存。据探，此街在长夏门以东，残宽５９米，厚０３米，距地表深１３—
１６米，路土保存较好。长夏门以西保存较差，一般残宽在２７米左右。”②

可以发现，建春门街、永通门街在长夏门东侧较宽，到了长夏门西侧则明显变窄，考古报告

中的解释为 “长夏门以西保存较差”。作为洛南最主要的东西大街在此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，且

道路宽度锐减明显 （宽度减少２４—３２米），恐非 “保存较差”可以解释。

对比 《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》（参见图２），其中主要门址所对应的街道均为双线，其他
街道为单线，可看出绘制者所有意表现的道路分级之特点。建春门街和永通门街③在长夏门以东

表现为贯通的双线，以西则以不规则的单线联系，似可与考古勘探中 “（永通门）街在长夏门以

东，残宽５９米，厚０３米，距地表深１３—１６米，路土保存较好…… （建春门）街自建春门到

长夏门街一段保存较好，在２８００多米长中路土从未中断”的描述互证。图中所反映的道路分级
系统和区域道路特点，与考古勘探数据惊人相似。

其二，宫皇城的夹城。《宋会要辑稿》④ 和 《河南志》⑤ 均提到皇城西面有外夹城，但 《宋

史》⑥ 并未提及。而述及北面应福门时，《宋史》记其为皇城西门 （西三门之最北一门），《宋会

要辑稿》称其为 “西京皇城外挟城北面一门”，《河南志》云 “北面一门曰应福门，门西向其城，

至微缺一角”。仅从文字分析，应福门究竟是西向还是北向，是西夹城之门还是皇城之门，是难以

判断的。但若结合 《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》，可见皇城西部确有夹城，夹城以北微缺一角，与文

献记载一致。而缺角之西向有开门，故推测这一缺角西向开门即文献所记之应福门 （参见图２）。
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隋唐洛阳城西寻找东周王城时，将王城东墙和北墙上发现的唐代修补痕迹

和东墙北端的唐代夯土墙联系起来。⑦ 杨焕新认为这 “说明在东周城东侧，唐宫城西侧，确实有

一小城存在。与文献记载相对照，不难看出它即是宫城西侧的夹城……并进行了实地调查，此夹

城宽约２００米”⑧。经杨焕新调查，认为夹城 “北墙与玄武城南墙连接，南墙大概在现洛阳市中

州路以南，西工电影院西南的位置上”。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隋唐洛阳城实测图和东周城址实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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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⑧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：《“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”续记》，《考古》１９７８年第６期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：《“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”续记》，《考古》１９７８年第６期。
根据 “东面三门，北曰上东门，西对东城之宣仁门。隋曰上春，唐初改。中曰罗门，无榜，当是取罗郭之义而名之。

南曰建春门，建春门在府城东南一十里。隋曰建阳，唐初改。按韦述 《记》，中曰建春，南曰永通，永通，周广顺中

犹存。疑国初废塞而开罗门”。（徐松辑，高敏点校：《河南志》，第２页）可知图中所绘最南一门应为永通门，
其对应永通门街。事实上，经考古发掘证实永通门位于图示位置更往南一坊的位置，该图纸绘制有误，可

能与北宋时期永通门已废塞有关。

“西面外挟城又二门，南曰丽景、东对金耀门；北曰开化，东对乾通门。北面一门曰应福。”刘琳、刁忠民、

舒大刚校点：《宋会要辑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４年，第９２７０—９２７１页。
“西面外夹城，又二门，南曰丽景门，东对金耀门，《五代实录》皆云上阳门，疑曾更易。北曰开化门，东

对乾通门。北面一门曰应福门，门西向其城，至微缺一角。”徐松辑，高敏点校：《河南志》，第１５４页。
“皇城周回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。南面三门：中曰端门，东西曰左、右掖门。东一门，曰宣仁。西三门：南

曰丽景，与金曜相直；中曰开化，与乾通相直；北曰应福。内皆诸司处之”。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标
点本，第１４１８页。
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：《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１９５９年第２期。
杨焕新：《略谈隋唐东都宫城、皇城和东城的几个问题》，《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》（第一辑），科学出版社，

１９９４年，第１４４—１５１页。



图２　《河南志》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中门址和道路情况

图等比例合并后也可见类似的结论，即西面夹城的北墙与玄武城南墙相直。其南墙若位于中州路

以南的位置，则跟东城南墙基本相直，颇具对称性 （参见图３）。

图３　北宋时期西夹城位置示意

说明：本图乃笔者参考 《隋唐洛阳城１９５９—２００１年考古发掘报告》《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
掘报告》《略谈隋唐东都宫城、皇城和东城的几个问题》等文综合绘制而成

考古所见城西夹城，北至玄武门南墙，向北确 “微缺一角”，与文献和图纸记载相吻合，但

其具体形制和功能尚待更多考古发现。

其三，东城宣仁门位置。考古工作者在洛阳老城区西大街，东距十字街口４０米左右发现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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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门遗址。① 根据文献记载，宣仁门向东应该进入上东门街，并抵洛阳城东墙上东门。

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，发掘所见宣仁门使用长条柱础石，且南门路面用砖铺砌，还有石砌车

道，推测为唐末北宋时期门址。该门址位于唐宋东城东墙偏南的位置，与 《唐宋河南府城阙街

坊图》和 《宋西京城图》中所绘位置有着较高的相似度，而与 《唐城阙图》中将宣仁门绘于东

城居中的位置不太一致。那么宣仁门的位置自唐至宋是否有所变动，这一变动对于城市格局产生

了什么影响，都是需要在未来工作和研究中注意和回答的问题。（参见图１、图３、图４）

图４　《河南志》：唐城阙图

徐松言 “左图右史”，意在强调图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；缪荃孙也云 “遂令照抄数纸，知

此图非后人所能造”，足见 《河南志》图之重要性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以往研究的过程中，已发

现 《河南志》所载图纸有所讹误。以 《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》为例，其唐宋城址的形状、唐

永通门的位置、里坊的尺度等皆有错误，且其反映的是唐宋时期混合的城市面貌，并非某一个时

期的剖面。这些认识应该成为我们客观认识这批图纸的基石，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，既强调它

所承载的丰富历史信息，也要多加对较、甄别，不可盲从。

综上所述，《河南志》保存了大量宋本原文，是研究唐宋洛阳城不可或缺的文献材料。其所

附图纸从图像学的角度记录了城市格局，反映了一些志文难以描述的城市空间关系，同样具有较

高的史料价值，可为我们认识唐宋洛阳城提供新的视角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１４左图右史　图史相因

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：《河南洛阳隋唐城宣仁门遗址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２０００年
第１１期。


